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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、中國——基督教中國化的側影
 

吳梓明 香港宏恩基督教學院

 

 

引言

《愛 —— 來自中國》(From China, With 
Love –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Bishop and Mrs. 
Logan Roots, Two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
China, 1900-1934)，這本書是一位美國傳教士的
女兒，為父親整理

他的私人信函而

寫成的一本書。她

的父親是吳德施

(Logan Roots) 主
教，吳德施主教是

1896年來華傳教，
1905 年獲晉升為
主 教，至 1938 年
退休回國。因著基

督的大愛，感召吳

德施來到中國，將

基督的福音傳給

中國人民；也是因

為愛，吳牧師（後

來稱為主教）願意

奉獻他的一生，在中國服務長達 42年。為什麼
說是：《愛——來自中國》呢？原來在吳主教的
心中，還有另一份特別的愛——是主教與他妻
子之間的愛。因著這份愛，吳主教夫人願意與主

教分隔八千里，雖是身處美國、卻是每天以禱告

支持在中國宣教的吳主教。也是這份的愛，將吳

主教與他的夫人結連在一起，所以每當主教寫信

回家的時候，下款便寫著：《愛——來自中國》

(From China, With Love)。
在主教的信函中，見證著基督教是愛的宗

教。吳主教的信函，處處流露出基督的愛，是上

帝透過他的生命將基督的大愛傳達給中國人民；

也是因為基督的大愛，讓吳主教成為了中國人民

的朋友。[1]記得有一次，筆者參觀武漢市共產黨

八路軍駐漢口辦

事處的博物館時，

看到一幅兩個人

的合照，下款寫著：

「周恩來與他的外

國朋友」，細看之

下，發現這位外國

朋友就是吳德施

主教，這張照片現

在仍是放在八路

軍的博物館內。原

來吳主教也是周

恩來的好朋友，吳

主教的兒子約翰‧

羅茨 (John Roots)
曾在 1972 年以記

者及朋友的身份返回中國、訪問周總理，回美國

後撰寫了一本《周恩來傳》，並於 1978年出版，
扉頁上題詞曰：「獻給我的父親吳德施（主教）」。
[2]吳主教回美時，曾將他在中國服務多年的信函

帶回家，他的女兒 (Frances Roots)亦將這些珍
貴的信函整理成書，是：《愛來自中國——美國
傳教士吳德施主教與夫人的私人信函》[3]，書中

滿載著吳主教對妻子和中國的愛。

摘  要：近年中國學者在談論「基督教中國化」時，亦

有不少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，發表客觀、科學及具建

設性的研究文章，譬如是：張志剛的〈基督教中國化的

三重視野〉和卓新平的〈中國基督教「愛的神學」及其

社會關懷〉等。「基督教中國化」，當然也包括「基督

教教育的中國化」，從吳德施主教一生在中國服務的經

驗，我們發現，基督教不僅是愛的宗教，最落地的「中

國化基督教教育」原來就是「愛的教育」。在本篇文章

中，筆者嘗試重新檢視一位近代中國教育家所倡議的

「愛的教育」的概念，發現陶行知所主張的「愛的教育」

不僅是與基督教的信仰有著某種思想淵源、它更也是致

力開拓一種適切中國現實社會處境的中國化「愛的教

育」、為「基督教教育中國化」開拓新的思維和啟迪。

關鍵詞：基督教中國化；基督教教育；愛的教育；愛 中國；

吳德施主教；陶行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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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中國學者在談論「基督教中國化」時，

亦有不少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，發表客觀、科

學及具建設性的研究文章，譬如是：張志剛的

〈基督教中國化的三重視野〉、卓新平的〈中

國基督教「愛的神學」及其社會關懷〉、和唐曉

峰的〈我關於「基督教中國化」的幾點認識〉等
[4]。「基督教中國化」，當然也包括「基督教教育

的中國化」，從吳德施主教一生在中國服務的經

驗，亦可以讓我們重新發現，原來「基督教是愛

的宗教」，最落地的「中國化基督教教育」就是

「愛的教育」。在本篇文章中，筆者將嘗試從一

位近代中國教育家所倡議的「愛的教育」概念，

闡明它委實是「基督教教育中國化」的一個具體

個案。

陶行知與愛的教育

陶行知 (1891-1946)是近代中國一位偉大的
人民教育家，改革開放以來，亦有不少學者是研

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、及其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

影響的。[5]不過，較少學者會留意到陶行知其實

也是一位華人基督徒教育家。[6]筆者嘗試開拓一

個新的視域，是從歷史文化的角度，重新檢視陶

行知的生平事蹟、發現他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

思想中如何孕育出「愛的教育」概念來。

陶行知出生於 1891年，自少接受傳統私
塾教育，他在 15歲的時候接觸基督教—— 進

入內地會創辦的「崇一學堂」；18歲考入南京
「匯文書院」、該書院在 1910 年改名為「金陵
大學」、陶行知於是成為金陵大學首批畢業生之

一。在大學期間，陶行知受到幾位傳教士教育家

的影響 ─ 包括司徒雷登 (John Leighton Stuart, 
1876-1962)、 亨 克 教 授 (Frederick Goodrich 
Henke,1876-1963)[7] 和 詹 克 教 授 (Jeremiah 
Whipple Jenke, 1856-1929)，尤其是詹克教授所
寫：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 (《耶穌的社會
原則》)一書。[8]陶行知回憶說：「雖然我不能很

仔細講書中那些教導是最重要的，但我可以說，

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，我（因此）就決志成

為了基督徒了」。[9]

陶行知大學畢業時，正值辛亥革命、中華民

國剛剛建立，所有中國年青學子都是要「讀書為

救國」的年代，陶行知亦積極面對這個「救中國」

的處境。畢業後，他獲得一個獎學金，便選擇往

美國伊利諾大學修讀政治學，準備學成回國為

新政府服務。不過，1915年夏天，他在美國日內
瓦湖畔參加了青年會 (YMCA)舉辦的夏令會，
他決志轉向教育，認為教育才能改變國家的未

來。當時夏令會的目的是要呼召年青的學生獻身

讀神學、返回中國做傳教士、教會牧師等；但陶

行知卻是相信他應該轉讀教育、要透過公立教

育 ─面向全中國、才能救國。他隨即在 1915年 9
月轉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的博

士學位，成為了杜威 (John Dewey)、和孟祿 (Paul 
Manroe)的學生、也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
學。[10]

1917年，陶行知獲南京高等師範學院校長
郭秉文博士之邀請，回國在南京師範學院教授

教育學、教育史、教育心理學等。翌年獲升任為

教務長，同時他亦參加了中華教育改進社、協助

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 (1868-1940)推動新中
國教育的改革，1921年開始一系列的教育改革
運動，包括「平民教育運動」、「農村教育運動」、

「普及教育運動」、「生活教育運動」、「小老師教

育運動」、「民主教育運動」、「創意教育運動」等。
[11]陶行知更獨力主張「平民教育」、和「愛的教

育」，致力為中國教育創造另一種新文化運動。

「愛的教育」來自基督教

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兼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

周洪宇教授 [12]特別尊崇陶行知，更尊稱他為「近

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」。[13]周教授縱然是多

次斷言陶行知只曾一度是基督徒、後來卻放棄了

基督教信仰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陶行知「愛的教

育」的理念是來自基督教的信念的。周教授直言：

「他（陶行知）後來所奉行的『愛滿天下』及其

偉大的犧牲精神，就與基督教的博愛主張和耶穌

『捨己為人』的救世精神有著某種思想淵源。」
[14] 他亦補充說：「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長久

崇敬，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偉大的人格風範，而這

一人格風範的塑造又顯然是離不開基督教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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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起的作用」。[15]周教授還加上一句，說：「他（陶

行知）的一生，是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一生，也

是為『愛滿天下』而奮鬥的一生」。[16]國內的學

者雖然並不認同基督教，卻也不得不承認在陶行

知身上可以見到基督信仰的影兒。

在《開拓與創建》一書中，周洪宇教授亦明

確地建議學者應採取一個跨文化的視野角度來

探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。他勉勵學者們應該「把

陶行知作為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文化巨人來認識

他……（這樣才可以落實地）來研究陶行知對文

化的貢獻以及對後來新中國文化建設所產生的

積極影響、來體現陶行知作為 20世紀綜合的文
化偉人對中國以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巨大貢

獻和所產生的積極影響」。[17]在中西文化的相互

交流和融洽上，周教授當然不會忽略基督教信仰

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響。

華中師範大學研究所副教授唐文權先生亦

曾撰寫過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〈金陵大學：青年陶

行知人生奠基所在〉，在文章中，他指出早年的

陶行知在金陵大學讀書的時候，也確實是受到

一些傳教士教育家的影響。[18]原來美國哥倫比

亞大學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孟祿 (Paul Monroe, 
1869-1947)教授曾揚言：「中國『王學』（即王陽
明學說）甚好，在美國亦有相似的哲學，是杜威

一派的實驗主義、即注重實行之哲學，與王學知

行合一之說相同」。[19]孟祿將王陽明學說與杜威

的實用主義哲學相提並論，引起了中國教會大學

的傳教士教育家們對王陽明學說也刮目相看，司

徒雷登亦坦言王陽明是他自己「特別喜愛的一位

哲學家」；金陵大學的另一位教授亨克先生更將

《王陽明哲學》一書翻譯成英文、宣揚「王學」。
[20]而陶行知不僅是在金陵大學讀書時受到了司

徒雷登和亨克兩位教授的影響、熱衷「王學」，更

也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，剛

巧就是孟祿和杜威的學生，難怪他終於成為了杜

威和王陽明學說的專家，更是將基督教的「道

學」與王陽明的「王學」和杜威的教育哲學結合

起來。[21]

談及陶行知的為人，唐文權亦直言：「（陶行

知的一生是）在『去偽立真、自我道德修持』的過

程中，真誠地向《聖經》借取了精神力量，而在

親朋的心目中，他也是一位有著宗教般犧牲精神

的人。……（他舉個例子說）在陶的兒子的回憶

中，二十年代家中客房的牆上掛有一張耶穌像，

『表示我們大家對於耶穌捨己為人的自我犧牲

精神的景仰』。」[22]唐文權還總結說：「陶行知

……熱心任事、勇毅不屈、無私無我，『為一大事

來、做一大事去』、和『捧著一顆心來、不帶半根

草走』，這樣感人至深的道德風範和人生信仰就

是熔鑄了中外古今的優良素質而成的」。[23]換言

之，陶行知「愛的教育」理念背後也必定是隱藏

著耶穌「捨己為人」的自我犧牲精神的。

「愛的教育」就是「基督教教育
的中國化」

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、做研究時

最後撰寫的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：〈在中國的道德

與宗教教育〉(Moral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
China)。[24]原來陶行知在博士研究最關心的問

題是：「基督教教育如何能夠在中國實施？」陶

行知十分熟識中國的文化處境，也理解到中、西

文化的不同，因此他認為基督教教育若要在中國

推行的話，必須要從中國的處境、從「道德教育」

開始。[25]陶行知相信中國人所需要的「教育」，

並不是西方（特別是以希臘文化為基礎）的形而

上學、比較抽象的哲學神學的思維、及西方的神

學家所談論的宇宙論、三一論、基督論、救贖論

等宗教課題。反之，中國人最關心的卻是道德教

化、倫理、和人際關係的問題。換言之，中國化的

基督教教育並不是「全盤西化照搬過來」的西方

基督教教育，而應該是從中國處境所關注的「道

德教育」開始。這也該是陶行知後來在中國提倡

「愛的教育」理論的基礎吧。[26]不過，當談及道

德教育之時，陶行知仍然是補充了一些基督教的

元素在內，他所主張的「愛的教育」便是一個好

的例子。譬如：在陶行知撰寫的同一篇文章中，

當他談及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的時候，他引用了

耶穌的榜樣，說：「耶穌確是一位好牧人、他能夠

達到『道德自主』的最高境界；因為好牧人為羊

捨命、耶穌能夠謙卑自己、回應及服從上主的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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咐」。[27]他亦引用耶穌在《聖經》裡所說的一句

說話：「沒有人奪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捨的；我有

權柄捨了，也有權柄取回來」（《約翰福音》第 10
章 18節），這就是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。陶行知
不僅是確認了耶穌是基督教教育的一個典範人

物，更是可以為中國的道德教育樹立了一個真實

的典範，因為耶穌能夠達到「道德自主」的最高

境界。[28]

返國後，陶行知在 1927年創辦了一所實驗
師範學校，是「曉莊師範學校」。曉莊學校不是

一所基督教學校，卻是注入了基督教信仰的一個

重要的元素：「愛」的教育。「愛的教育」就是「基

督教教育」的中國化，它不單只能夠融入中國的

教育文化內，更能夠將教育的涵意不斷地提升。

陶行知曾直言：「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。沒

有愛便沒有曉莊。因為他（曉莊）愛人類，所以他

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；因為他愛

中華民族，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不幸的農人。

他愛農人是從農人出發，從最多數最不幸的出

發，他的目光，沒有一刻不注意到中華民族和人

類的全體。……曉莊是從這樣的愛心裡出來的

……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」。[29] 曉莊的教育理

念最具體的表現是在陶行知的一句名言：「捧著

一顆心來、不帶半根草走」。[30]「曉莊是從愛裡

產生出來的」，這樣的教育思維是從那裡來的？

若是按照中國傳統的教育文化而言，它不會是來

自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或是當代的社會主義；

「愛的教育」就是一種新的文化思維。陶行知

也肯定是熟識基督教《聖經》的教導，如《新約

聖經》也有這樣的一句話，說：「愛是從神而來

的！凡有愛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並且認識神。

沒有愛心的，就不認識神；因為神就是愛」（《約

翰一書》第 4章 7-8節）。陶行知還極力主張「愛
滿天下」。事實上，他之前所主張的生活教育、農

村教育、平民教育等都是從「愛的教育」延伸出

來的，而他的教育理想就是「愛滿天下」。換句話

說，「愛的教育」就是道德教育的靈魂，它也委實

是「基督教教育」中國化的最具體表現。

在民國初期，亦有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（如

胡適、陳獨秀等）特別尊崇西方文化、包括西方

的科學與民主、並主張中國的改革必須要「全盤

西化」，陶行知卻有另一套的看法。陶行知在美

國接受教育時，是杜威的學生，所以他已學會了

甚麼是「進步的教育（實驗主義和重視民主的教

育）」、「以學生為本的教育」、「教育是為生活」、

「教育是為成長」等最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；但

他卻並不是完全認同可以照搬「全盤西化」的一

套教育哲學來中國的。

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教育處境，陶行知主張

必須修正西方的杜威式的教育思維。因此，當杜

威主張「教育即生活」時，陶行知卻是主張「生活

即教育」。[31]對陶行知來說，「教育的目的不僅

是為了生活、教育的活動也必須是由日常生活開

始、要用生活的問題作為教育的課題和內容」。
[32]陶行知所提倡的「生活教育」就是「在生活裡

教育、用生活來教育、為生活而教育」（英文可翻

譯為 “education of life, for life and by life”）。[33]

另一方面，當杜威主張「學校即社會」的時候，陶

行知卻是說：「社會就是學校」。兩者有甚麼不

同呢？陶行知解釋說：「當我們說『學校即社會』

時，就像是將一隻活潑可愛的小鳥從天空中捉下

來、放在一個鳥籠裡；然後將它生活所需的一切

放進籠裡，要它學習在籠子裡生活。籠子裡生活

並不能完全等同外邊世界的生活、它甚或可以是

『弄假』和『不真實』的」。[34]「學校即社會」就

是這樣；但若是說「社會是學校」，情況就會截

然不同了。「社會就是學校」是要將籠子裡的鳥

放回天空中，讓它任意飛翔，也是讓孩童回到自

己的生活環境、接受教育，這樣的教育才是孩童

真正需要的教育。[35]換言之，陶行知希望他所推

行的「愛的教育」不是抽離中國的現實社會、而

是真正適切中國處境的教育模式。

為何陶行知想跳出杜威的教育思維？陶行

知的修正思維其實也可以說是從基督教《新約

聖經》學回來的；原來耶穌的教導也是一種屬於

「生活即教育」、「社會即學校」的教育模式。當

耶穌訓練他的 12個門徒時，他們並沒有固定的
學校、「社會就是學校」；耶穌是在加利利海旁、

湖邊、在岸上或在船上教訓門徒的。換言之，「社

會就是學校」。另一方面，「生活即教育」，即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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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的生活就是施教的內容及目標，譬如 :耶穌

的學生彼得是在打魚的時候被呼召做門徒的、他

是在耶穌教他打魚的時候發現自己是個罪人、隨

即歸信基督的；當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的時

候，耶穌是說：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」，

他們便立刻捨了網、跟隨了耶穌（《馬可福音》

第 1章 17節）。這些都是「教育即生活」、「社
會就是學校」的典範。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是幫助

了陶行知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認識世界、更可以

超越一般學校教育的理論、尋覓創新的思維。[36]

這也引證了早前唐文權所說 :「（陶行知）真誠地
向《聖經》借取了精神力量」。[37]另一方面，陶行

知能夠跳出杜威的教育思維，亦證實了唐先生

所說：陶行知是受到基督教道德教化的同時、也

保留著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因此在面對西方思想的

沖擊時，他仍然能夠自豪地稱自己是「最中國化

的留學生」。[38]

陶行知確是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因為他

曾被金陵大學兩位教授（司徒雷登與亨克）、和

當代新儒家思想所吸引、醉心於王陽明「知行合

一」的學說，他甚至將自己的名字改變了，本來是

稱為「陶文濬（浚）」、卻自 1911年起改為「陶知
行」，以表明他並沒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、仍然

是堅守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的學說。不過，陶行知

也曾嘗試優化王陽明的學說。

王陽明的「王學」是主張「知行合一」的學

說，但陶行知應用在學校教育的範疇時卻是主

張「教學合一」，隨後他更進一步提倡教育應是

「教學做合一」（即「教、學、做」三者結合為一）。
[39]因為陶行知發現了：「一切的生活和教學都必

須是從『做』開始的」─「活一天、『做』一天」、
「『做』是行動、是思想、是新價值之產生……『做』

是發明、是創造、是實驗、是建設、是生產、……

是探尋出路」。[40]這就是「教學做合一」的意思；

後來，到了 1934年（陶知行 43歲）時，他更將自
己的名字由「陶知行」改名為「陶行知」。[41]為甚

麼要從「知行」改名為「行知」？就是因為他發現了，

「教、學、做」三者之中，「做」是最為重要，他說：

「事怎樣『做』就怎樣學、怎樣學就怎樣教」、「比

如種田是要在田裡做的、必須在田裡學、在田裡

教」。[42]從那時候開始，他已不再是追隨「王學」

所主張的「知是行之始、行是知之成」、卻是反

過來主張「行是知之始、知是行之成」了。[43] 換

言之，陶行知也是嘗試從一個較為創新的視角、

突破中國「王學」的傳統思維、要為中國教育文

化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來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陶行

知所主張的是要更符合中國化的處境，要從實際

生活的處境中去思考教育的問題。

結語

對中國的傳統教育來說，陶行知「愛的教

育」的主張可算是一種另類的道德教育、或者

只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另類教育「結晶

品」。今天又如何？在本篇文章開始時，筆者提

及卓新平教授在〈中國基督教「愛的神學」及其

社會關懷〉(2010)文章中曾坦言：「基督宗教在
近代中國傳播的過程……出現了『愛』的缺失或

遮蔽……因而也不可能使其宗教成為中國社會

普遍接受或認可的信仰」。[44]不過，卓教授接著

說：「『20 世紀 70 年代末，中國大陸進入改革
開放的年代，『階級鬥爭』的觀念逐漸從主流意

識形態中淡出，『和諧』、『和合』則越來越成為

中國社會建設的主旋律和發展主流……『愛』的

觀念慢慢被人們發現和關注。……（他還指出，）

在改革開放的當代發展中，基督宗教也有積極的

表現和主動的參與，其指導觀念則是基督宗教

思想中『愛人如己』的核心價值」。[45]周洪宇教

授亦在 2011年出版的《開拓與創建》一書中，更
進一步建議學者們應採取一個跨文化視野的角

度來探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。[46]他說：「（應該）

把陶行知作為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文化巨人來認

識他……、來體現陶行知作為 20世紀綜合的文
化偉人對中國以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巨大貢

獻和所產生的積極影響」。[47]周教授所言十分正

確。綜觀陶行知的一生，我們發現他是身處在

中、西不同的文化之間，他的偉大的地方是在於

他能夠跨越中西文化、在中西文化之間致力尋找

一條創新的出路，透過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

洽上，創新一種綜合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來。「愛

的教育」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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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行知所主張的「愛的教育」和「愛滿天下」

的教育理念是中國基督教教育的現代版。「愛的

教育」表面上看是來自基督教教育，但陶行知卻

將之變成為中國化的基督教教育。在他創辦「曉

莊師範學校」之時，陶行知直言：「曉莊是從愛

裡產生出來的。沒有愛便沒有曉莊。因為他（曉

莊）愛人類，所以他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

中華民族；因為他愛中華民族，所以他愛中華民

族中最不幸的農人。……曉莊是從這樣的愛心裡

出來的……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。」[48]這就是中

國化的「愛的教育」，也是較容易為中國人民所

接受的「基督教教育」。

另一方面，陶行知並沒有否定中國的文化傳

統，從他所改的名字（不論是「知行」或是「行

知」），也可以知道他始終如一是王陽明學說的

追隨者。正如唐文權所說：「陶行知以『知行』為

名 23年，復以『行知』為名 12 年……，整整 35
年中，『知』、『行』二字與他須臾不離，儘管翻

覆變化，卻始終是他立身行事的準則」。[49]不過，

陶行知的第二次改名，亦表明他不是盲目地追隨

「王學」，當他發現了「教學做」三者之中，「做」

是最為重要之時，他便將「王學」修正了，不再是

「知是行之始、行是知之成」、而是變成「行是知

之始、知是行之成」了。[50]換言之，陶行知敢於嘗

試創新視角、突破「王學」的傳統思維、要為中國

教育文化尋找新的思維，更符合中國化的處境。

為了適應中國教育的社會處境，陶行知主張

也須修正西方的杜威式的教育思維。就是這樣

的原因，當杜威主張「教育即生活」時，陶行知卻

是主張「生活即教育」。[51]對陶行知來說，「教育

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生活、教育的活動也必須是由

日常生活開始、要用生活的問題作為教育的課題

和內容」。[52]陶行知所提倡的「生活教育」就是「在

生活裡教育、用生活來教育、為生活而教育」。[53]

另一方面，當杜威主張「學校即社會」的時候，

陶行知卻是說：「社會就是學校」。陶行知解釋

說：「當我們說『學校即社會』時，就像是將一隻

活潑可愛的小鳥從天空中捉下來、放在一個鳥籠

裡；然後將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進籠裡，要它學

習在籠子裡生活。籠子裡生活並不能完全等同外

邊世界的生活、它甚或可以是『弄假』和『不真

實』的」。[54]「學校即社會」就是這樣；但若是說

「社會是學校」，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了。「社會就

是學校」是要將籠子裡的鳥放回天空中，讓它任

意飛翔，也是讓孩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、接受

教育，這樣的教育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。[55]

換言之，陶行知希望他所推行的「愛的教育」是

真正適切中國現實的社會處境、是中國化的「愛

的教育」。

總而言之，陶行知所倡議的「愛的教育」不

僅是與基督教信仰有著某種思想淵源、也不單是

在中西文化之間尋求和創造綜合世界文化的結

晶品。事實上，陶行知所推行的「愛的教育」也是

屬於另一種創新的嘗試，要為中國的道德教育

開拓了一種真正適切中國現實社會處境的中國化

「愛的教育」來。若是從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

角度看，「愛的教育」或許也可以是一個具體的

個案，為未來的「基督教教育中國化」研究開拓

更多更新的思維和啟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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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:  Chinese  Schola rs  have  been 
working on the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
the cultural-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ch as Zhang 
Zhiguang and Zhuo Xinping. The life of Bishop 
Logan Roots sets a good example of loving China 
from the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the bishop and 
his wife during 1900-1934. And the present paper 
presents another example from the practice of 
education of love by Tao Xingzhi during the early 
1920-1940s in China. The author then proceeds 
to suggest that Tao’s attempt of “Education of 
Love” would give great insights to the re-thinking 
of Sinification of Christina education in China 
today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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